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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章学诚尝谓：“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

国”“其源多出于《诗》教”［1］。作为儒家诗教原

则的“温柔敦厚”观念，不仅成为文苑诸家世代腾

跃而终难脱出的意义之环，其本身亦始终处于流移

不居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其内涵与外延会随着历

史情境的变化而产生调整与变化。就“温柔敦厚”

诗教理论的学术史而言，当前学界多以清乾隆时的

诗坛领袖沈德潜（字归愚，1673 — 1769）为此一

理论的集成者与完结者。沈氏将“温柔敦厚”的诗

教观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原则，并以其对传统政

教观念和王朝意识形态的维护而被视为“正统”诗

学的代表。如张健先生指认沈德潜的诗学是“传统

诗学价值系统的整合与总结形态”，是对“宋末以

来绵延数百年的回归传统的思潮”的“总结和终

结”［2］。蒋寅先生也认定沈氏为“中国诗学史上最

后的古典主义宗师，同时代表着古典诗学体系的

完成”，其新格调诗学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念的

全面总结和最后的建构”［3］。倘从诗文评的角度言

之，此一观点或许无可争议。但是，如果我们承认

中国古代诗学结构中诗文评传统和诗教传统的共在

状态，或者说在文苑诗学的传统之外，尚存在一个

儒林诗学的传统，那么，沈氏绝非“温柔敦厚”诗

教理论的终结者；在以沈氏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之

外，来自经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群体发展了“温柔敦

厚”阐释的另一维度，并赋予其新的学术意涵，从

而极大地延拓了此一理论的诠释边界和思想涵容

度，焦循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学者。

焦循（字里堂，一字理堂，1763 — 1820）是

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学者。在清代学术史上，扬州

学派素以“通学”称最［4］，而焦循更是被同里学

者推誉为“通儒”［5］。今人对于焦循之文学思想的

研究，从早期专从文集入手、就文而论文，到近来

兼述及其学术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取得了卓有成效

的进步。然从整体看，“阐述其性理”方面或庶几

近之，至于“平章其学术”方面则尚有待发之覆。

本文不揣浅陋，拟结合焦氏整体的学术思想，重探

其“温柔敦厚”之诗教观，力求通过寻绎其背后所

指涉的学术源流与思想脉络，对焦氏“温柔敦厚”

另一种“温柔敦厚”

——焦循诗教观的话语重构及学术史意涵

厉运伟

内容提要 在“温柔敦厚”诗教理论的学术史上，存在着来自于文苑和儒林传统的

双重诠释向度。焦循的“温柔敦厚”诗教观建立在其“性灵”经学基础上，以“情之旁

通”作为诗教的人性论基础。通过对“思无邪”的重新诠释，焦循消解了宋学语境中此

一命题的理因素，而重建了其情本位的感性化诉求。“温柔敦厚”诗教观的核心纲领，由

是从以理为本体的“思无邪”话语，旋归于以情为取向的“止乎礼义”原则。此一转换

的背景逻辑为儒林与文苑、汉学与宋学的对垒，其根源则在于儒家《诗》学内部孟学传

统与荀学传统的相互对立与争持。焦循明举孟帜而阴行荀道，体现出在新的历史条件和

话语背景下，力图通过《诗》学孟、荀双脉的学术合流以匡扶诗教、重振诗道的精神旨

趣。孟学、荀学之间消长隆衰的相对关系，折射出学运悄然转移的历史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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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观的思想意涵及其历史地位作一客观评述，以

就教于方家。

一 情之旁通：性灵与诗教

焦循的诗教观主要围绕《诗》展开，集中体现

于《毛诗补疏序》中的有关论述。其云：

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

比兴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

《诗》发于思，思以胜怒，以思相感，则

情深而气平矣，此《诗》之所以为教与？［6］

“温柔敦厚”一语出于《礼记·经解》：“孔子

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

于《诗》者也。’”焦氏所诠之指有二：其一，比兴

之文。所谓“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即通过

引譬联类的含蓄方式间接地表达情感，亦即《正

义》所云“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之意。不过，

对于“比”，焦循既反对郑众“比方于物”及郑

玄“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的解

释，也反对孔颖达“诸言‘如’者，皆比辞也”的

说法，而是以“比”为“例”。比例即类推，“以此

类推，可得引伸触类之义矣”［7］。其二，相感之

情。所谓“不言理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以

思相感，则情深而气平矣”，诗教以情相感，原是

众口相承之一般原理，然此相感之情，实涵摄于焦

氏“性灵”之说。诚如其谓：“盖惟经学可言性灵，

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词章之有性灵者，必由于

经学。”［8］故非深扣“性灵”之大义，则不足以得

“温柔敦厚”之真诠，领会其精神凝注处。

焦循“性灵”之说，与“性善”同义。《尚书

补疏》卷下：

灵之训为神，亦为善，则善之义为灵、为

神。……不执于一，随时为变通，为灵，乃为

善。《书》于善，多称灵。灵则能变化，故惟人

性能转移，则为性善。性善，即性灵也。［9］

可见灵与善、神互训，而突出了其能变化、转

移之义。《孟子正义·梁惠王章句上》疏云：

灵训善，此说是也。灵德即善德也，灵道

即善道也。则灵台即善台，灵沼即善沼。［10］

由焦循的训释，可知灵即是善，性灵即性善。

人性之灵与善，在于其能变化；性能变化，故灵而

善：“人之有男女，犹禽兽之有牡牝也。其先男女

无别，有圣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礼，而民知有人伦

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

禽兽，禽兽不知也。禽兽不知，则禽兽之性不善；

人知之，则人之性善矣。”［11］人与禽兽之性的区

别，在于人能通过教化而转变，所谓“人能变通，

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12］。可见焦循

虽袭取了传统的性善论，然不同于孟子的人性本善

之说，而已移步换影，潜移默改为人性能善之义，

故而焦氏所谓性善只是一种潜在生成的可能性，而

非现成的本然状态，其间差别，当容后文详述。此

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性何以能善？按焦循的逻

辑，人性因能变故善，故此问题即转换为：人性何

以能变？

一曰知义。人与物性之所同，在于皆有食色之

欲，然人能知，故能转移其性：“禽兽无知，直不

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与人异。则人无论贤愚皆

能知，即皆能转移，愚者可以转而善，智者可以

转而为不善。”［13］知则可以转，转则可以善，故焦

循《性善解》云：“能知故善。”［14］所知者何？曰

义。义者，宜也。“惟物但知饮食男女，而不能得

其宜，此禽兽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饮食男女，圣

人教之，则知有耕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

以无不善也。人性之善，所以异于禽兽者，全在于

义。”［15］知义，故能行权，故能变通。

二曰通情。人与物性之所异，在于人能以己之

情，通乎人之情。“人之情则能旁通，即能利贞，

故可以为善；情可以为善，此性所以善。”［16］又

云：“性之善，全在情可以为善；情可以为善，谓

其能由不善改而为善。”［17］焦循认为，性发而为

情，情化而为性，“非通乎情，无以正乎性”［18］。

这是对人的自然情感的极大肯定，也是对作为官方

学说的程朱理学以理夺情的反拨。

故人能知义行权，同情感类，斯然后可以转移

人性，变而向善。然知义与通情，仍是就一般现象

层面而言，二者内在的深层依据，才是人性能变的

终极原因。此一依据，在焦循曰神明。神明是人能

知义的内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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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先民不知夫妇之宜别，上下尊卑之宜有

等，此才不能自达也。伏羲教之，无论智愚，皆

知夫妇之别，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谓通其神明

之德也。使性中本无神明，岂教之所能通？［19］

神明又是通情的根本原因：

人之情何以可以为善，以其有神明之德

也。神明之德在性，则情可旁通；情可旁通，

则情可以为善。于情之可以为善，知其性之神

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20］

“ 神 明 ” 或 称“ 神 明 之 德 ”， 源 出《 周 易 》。

《易·系辞上》云：“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

此“神明”作动词，谓使人通神致化、明晓事理。

《系辞下》云：“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类万物之情。”此“神明”作形容词，喻其德之高

深不测、通变神化。焦循援之以释性，则兼取二

义，并抟之而为名词，用以指称人类心智的某种特

殊功能或能力，它近乎人的某种精神力量，却又不

限于精神，而是精神、情感、意志等多种能力的协

调与综合运作；它类似于今人所说的最高理性，却

又超出了理性，融理性、知性、感性、悟性于一

体。正是由于神明的主宰作用，人才能感、能知，

辨析诸事之宜而行权变，感会人、物之情而及类

推，成为知义、通情的内在依据，也成为人性之能

转移变化、能灵而善的终极因。故焦循谓：“神明之

德，即所谓性善也，善即灵也，灵即神明也。”［21］

“神明”一词拈自《周易》，源于焦循自身深

湛的《易》学造诣和深会妙契，然亦有其学术与思

想史的脉络可循。就学术思想的承继转进关系而

言，焦循的神明之说，可谓近承戴震，远绍王阳

明。戴震《原善》卷上：“呈其自然之符，可以知

始；极于神明之德，可以知终。”［22］《孟子字义疏

证》卷中：“人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仁义礼智无

不全也。”［23］是已然标出“神明”之义，强调其作

为知的最高境界。焦循论学最为推重戴震，自谓：

“余尝善东原戴氏作《孟子字义考证》，于理、道、

性情、天命之名，揭而明之若天日。”［24］又作《申

戴》篇，以为：“东原生平作诸书，惟《孟子字义

疏证》二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25］故其承

绪东原之说而抽绎新解，亦为学术演进积薪居上的

自然趋势。

不过，戴震所谓“神明”，偏重知性与后天的

养成一面，是经过长期的训练与知识积累的结果，

也是求知的最高目标与终极境界。王阳明亦讲“神

明”，而突出了其悟性的、先天神秘性的一面。阳

明谓：“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26］这

里的“神明”，指阳明心学中的核心观念——良知

的特殊作用，又称“灵明”。阳明本孟子“不虑而

知”一语而倡良知之说，良知即是“天理之昭明灵

觉处”［27］，“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28］。故

而心外无理，天理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人心以

其虚灵明觉而发见，即是良知，所明觉的即为天理。

良知的这种昭明灵觉的感应作用，即为“灵明”。

焦循的“神明”说与阳明的“灵明”观念，在精

神上遥相冥契。“神明”与“灵明”本为同义概念，

“神”“灵”可以互训，神明即灵明，二者均指涉人

心的特殊功能。焦氏作《良知论》，深契乎阳明良

知之说内里流注的精神，谓其“真能以己之良心，

感动人之良心”［29］。以心感心，即焦氏所谓通情，

其内在的依据，仍在于“神明”或“灵明”。而焦

循之标举性灵、神明，意在重振经学研究中研究者

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意识，以矫乾嘉考据学末流之

失。盖当其时，所谓汉学学者专以考据为业，破碎

缭戾，汩没大义，故焦循目为“补苴掇拾之学”，并

亟呼经学研究“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

混目于其间乎”［30］。因而力倡性灵之说，以为“无

性灵不可以言经学”，“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

灵，并贯通于千百家”［31］。从学术取向上来讲，则

是欲借鉴王学的精神，以扩充和提升心的“神明”

功能，来补救考据研究中性灵的汩没与缺失。正如

全祖望所言：“吾观阳明之学，足以振章句训诂之支

离，不可谓非救弊之良药也。”［32］乾嘉之际，王学

潜跃于汉学考据的学术潮流之下，隐而未沉［33］。焦

循以治经之通儒而“深信王学”［34］，倡导性灵经学

不遗余力，“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庶几学经之道

也”［35］。与全氏所论，可谓颇相桴鼓也。

当然，焦循的“神明”说毕竟由深造自得而

来，其汇通戴学与王学之精神而创辟新义，赋予

“神明”这一观念以新的思想意趣，而呈现出独特

的学术特征。

一则曰历史化。焦循一方面否定了神明的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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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性，指出“神明之德，非生而即通者也”，为

神明的后天习得预设了前提；另一方面又强调神

明之于圣人和常人的区别：“生而知之者，圣人也；

其贤人以下，则必待于教”［36］。故神明有先觉

（生而知之）与后觉（教而知之）之分，而人性亦

有自觉与他觉之别，“人之性不能自觉，必待先觉

者觉之”［37］。神明之先觉者，属于特定历史时期，

即人文初创时期的伏羲、神农、尧、舜、文王、孔

子等圣人；而神明之后觉者，则隶归后世贤人以

下。故焦循论性，常常渗透着浓厚的历史意识，每

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论之。由于此种历史意识，

焦循论性、论人智又颇具进化意味，强调人“能知

而又知”［38］，不断扩充自己的认知能力和范围。

二则曰知识化。焦循论学私淑戴震，强调神明

作为知的最高标准与追求，同时又突出了知识的重

要性，主张由知识的学习以进于神明之境。故神明

既为能知的内在依据，又可凭知识的扩充而不断得

以提升，二者辩证相生，互相促进。其谓：“圣人

用功之序，先学而后思。盖学为入德之始功，思为

入圣之至境。”“仁而智，乃为圣人。智本于知，知

本于学。”［39］由此神明的神秘性便告摧破，而可

诉诸人的经验层面，由学以至。故而于求道论学，

焦循主于通经，力求实证，“训故明乃能识羲、文、

周、孔之义理”［40］，而驳斥心悟：“习先圣之道，

即讲习六经，不凭空心悟也”［41］。所针对的，正

是明人“徒以心觉为宗，尽屏闻见”的讲学之法。

三则曰推重礼教与诗教。神明之进，由学而

得，由教而致，故焦循谓：“人之性可因教而明，

故善”，“性虽善，非教不明”［42］。所教者，主于

《礼》与《诗》也。钱穆先生尝指出，焦循论六经

之教，诗教主通情，礼教主时变，而会通于《周

易》［43］，斯言切中肯綮。故其论《礼》，以时为

大，主张审其时之所宜而损益变化之；论《诗》，

以情为要，主张本于性情而感通迁移之。由《诗》

《礼》之教而通情、知义，此进于神明之涂辙也。

可见，焦循“温柔敦厚”之诗教观，必置于其

“性灵”说之思想体统内观之，始得探其阃奥。焦

循强调以情相感，此情指可以迁移感化、“由不善

而改为善”以进于神明的情之正者；至于情之不得

其正者，如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则“不能格物

也，不能通情也”［44］。故诗教在于通情，本为焦

循性灵说题中之义；而“温柔敦厚”的真切意涵，

亦必于相通相感之情与相激相抗之理的两相对照之

下，方得以全面的揭示。

二 礼让理争：从“思无邪”
到“止乎礼义”的回归

焦循既以《诗》教不言理而言情，则又于情、

理之际反复辨析，以推衍其说：

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

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

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

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甚而假宫闱庙祀

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于朝门，自鸣忠孝，

以激怒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祸于其国，全戾

乎所以事君事父之道。余读明史，每叹诗教之

亡，莫此为甚。［45］

不同于文学家对个体性情之陶铸的关怀，也不

同于道学家对抽象概念之辨析的偏好，焦循结合对

历史兴亡的深沉思考，从情与理的关系出发探讨诗

教的内涵及其得失。在他看来，“温柔敦厚”的诗

教原则建立在以情相感的基础上，宋明以来却言理

而不言情，终而导致诗教的缺失：“宋明之人，不

知诗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触其君，相

习成风，性情全失。”［46］以理自持的弊端，往往是

强分是非，争立曲直，乃至于挟理自重，以一己

之是非曲直，定天下之是非曲直，由是而起争讼与

冲突，从而导致人际及社会关系的紧张。焦循于此

颇为排斥，并予以大力挞伐：“明儒吕坤有《语录》

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

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

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47］

平心而论，宋明儒将情感的位置放得相对较低，固

然是一种缺憾；而其隆理道，亦因历史的际会，有

其时代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以理抗势，以道统制衡

政统，恰为宋明人精神、气节之可贵处。焦循于此

处一概抹杀，即如所含射的是当时作为官方意识形

态的程朱理学，则于情尚有可原，而在学理上却已

失公允，自戾乎其所谓执中一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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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既否定了“温柔敦厚”诗教原则中理的作

用，则又强调和突出情的价值。其谓：

夫圣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无邪”，圣人

以诗设教，其去邪归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

者，容也。思则情得，情得则两相感而不疑，

故示之于民则民从，施之于僚友则僚友协，诵

之于君父则君父怡然释。不以理胜，不以气

矜，而上下相安于正，无邪以思致，思以嗟叹

永歌手舞足蹈而致。［48］

此援“思无邪”一语，以释“温柔敦厚”之

教。盖就诗教思想的诠释史而言，自汉至唐，自是

以“温柔敦厚”为纲；至宋代以后，则转以“思无

邪”一语为教［49］。焦循则通过具体的训释，反以

“思无邪”之教，折而溯返为“温柔敦厚”之教。

具体言之，其要有三：

其一，将“思无邪”一语诠释的重心，落于

“思”之一字。此前所诠解者，或不及释“思”，

或释为语辞而无义，或释为所思，而重心皆在“无

邪”二字。焦循则凝力在“思”，其据《说文》，

训“思”为“容”，或取《今文尚书·洪范》“思

曰容”之义，孔安国于是句下注曰：“必通于微”；

段玉裁又以“容”当作“䜭”，为深通之义。可见

思之训为容，为通，诗教在思，即在于通情，仍不

出前述性灵说之义项范围。由此则“思无邪”诠论

的重心转入于情之旁通，而非是非邪正的分争。

其二，至于“无邪”二字，则以“去邪归正

奚待言”一语带过。而“奚待言”尤其意味深长，

奚待言者，不必言可也。汉包咸注“思无邪”曰：

“归于正。”犹是合乎中正平和之义。朱熹则直以善

恶析分之，以为：“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

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

已。”［50］由此突出了善恶、邪正的对立，而有作者

有邪与读者无邪、“淫诗说”之歧出。焦循不言邪

正而言通情，以免于是非邪正之理上的无谓争讼，

这正是其诗教观以“情”为根基的诉求策略使然。

其 三， 言 通 情 而 不 言 邪 正， 因 于 情 之“ 不

争”。“情与情相通，则不争”，“情通于家则家齐，

情通于国则国治，情通于天下则天下归仁而天下

平”［51］。不争，斯所谓“温柔敦厚”也。情何以

不争？以其能旁通，而神明主之：“情通则情之阴

已受治于性之阳，是性之神明有以运旋乎情欲，而

使之善。”［52］此旁通之情的获得，于圣人为自觉，

于常人则有待于教：“盖人同具此神明，有能运旋

乎情，使之可以为善；有不能运旋乎情，使之可以

为善。此视乎才与不才，……惟其才不能自达，圣

人乃教以达之。”［53］故旁通之情，内则有神明以运

旋之，外则有圣人立教以节制之。而圣人所立之

教，端在于礼，而非理也，其依据则是“礼让理

争”［54］。焦循论礼让，则曰：

君长之设，所以平天下之争也。故先王立

政之要，因人情以制礼，故曰：能以礼让为国

乎何有？天下知有礼而耻于无礼，故射有礼，

军有礼，讼狱有礼，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万物

之戾。渐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礼自安，

小人以礼自胜，欲不治，得乎？［55］

按《礼记·坊记》：“礼者，因人情而为之节

文。”《史记·礼书》：“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

仪。”礼缘人情，因情制礼，原为儒家传统情礼观

的基本原则，焦循则突出了其中“让”“不争”的

因素，以为由于礼让的协调作用，可以渐摩人情，

消除人心之忿，涤化万物之戾，终而至于平息天下

之争，以达于不争。

论理争，则曰：

后世不言礼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于

礼官，法家出于理官，齐之以刑则民无耻，齐

之以礼则民且格，礼与刑相去远矣。惟先王恐

刑罚之不中，务于罪辟之中，求其轻重，析及

豪芒，无有差谬，故谓之理，其官即谓之理

官。而所以治天下则以礼，不以理也。［56］

故治天下之大本，在于礼，而非理。因为“礼

论辞让，理辨是非”［57］，理只是作为礼的一种补

充手段，聊作解决争端、决讼断狱的备用之具，不

得已而用之。真正理想的解决争端的方式，是通过

礼之辞让，止争于未发之先、矛盾激化之前。所谓

“理足以启争，而礼足以止争”［58］，这是礼诉诸人

情的优势所在，也是礼对于情的规定。

可见，通过对“思无邪”的重新诠释，焦循最

终消解了宋学语境中此一命题的理因素，而重建

了其情本位的感性化诉求。由此，“温柔敦厚”诗

教观的核心纲领，亦从以理为本体的“思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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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温柔敦厚”

话语，旋而复归于以情为取向的“止乎礼义”原

则。故焦循论诗，标立其帜曰：“诗本于情，止

于礼义”，并强调“非不说理，拘于理者，非诗

也”［59］。从“思无邪”到“止乎礼义”的回归，

其所折射的背景逻辑，却是诗教观念的宋学范式向

汉学范式的转换。盖清代中期学术思想之一大转

关，在“以礼代理”。钱穆先生论近三百年学术，

尝谓：“东原之深斥宋儒以言理者，次仲乃易之以

言礼。同时学者如里堂、芸台以下，皆承其说，一

若以理、礼之别，为汉宋之鸿沟焉。”［60］台湾学者

张寿安也指出：“‘以礼代理’的思想走向，实为清

学在思想上的主要发展特色，也是清代与宋明理学

在思想上的主要分水岭。”［61］焦循之“礼让理争”

说，自为此“以礼代理”思想脉络中之一环，而与

其余诸人学说相互发明。如戴震主张“以我之情絜

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又谓：“礼之设，所

以治天下之情”［62］，与焦循通情则不争、因情治

礼的观念若合符契。凌廷堪于学理上辨析礼、理虚

实之分，谓：“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可别持

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

也，如理义之学是也。”［63］此正焦循所以斥言“理

争”之由。而舍“理”言“让”，提出以“让”补

“理”之不足，则为戴震同学程瑶田所首倡：“据

理而执一，不以礼权之，亦不可通也”［64］，主张

“一以让应之”［65］。以礼代理思潮的背后，跃动着

的是清人以学术经世的真精神，其直接的意图，是

将儒学从形上思辨的宋明理学形态，转换为形下实

证的治世礼学，最终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学术的再

造，以重建知识的秩序、思想的秩序，从而为生活

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思想依据和理论的先导。故焦

循重释“温柔敦厚”之诗教观，从“思无邪”的义

理诉说回归于“止乎礼义”的情感原则，绝非空洞

苍白的纯粹复古，或无意义的重复述说，而是具体

历史语境中的话语重建，其中闪耀着学术经世的时

代精神与思想脉动。

三 孟、荀之间：
《诗》学双脉的学术合流

焦循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统摄于其深思

独造的“性灵”之说，舍理言情，以礼代理，从而

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从“思无邪”的宋学范式向

“止乎礼义”的汉学范式的转换。然汉学、宋学，

犹不过道其面目，更当鞭辟入里以探其根本、寻其

脉络，则一言以蔽之曰：明标孟帜而阴行荀道，通

过《诗》学孟、荀双脉的学术合流，以实现重振诗

教的最终目的。其间关捩，当容粗略辨析。

焦循的诗教观植根于人性论，其人性论源出

于《易》学的感通理论，而具体的论证与展开却依

托于《孟子》。焦循以为“古之精通《易》理，深

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恉者莫如孟子”［66］，

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始撰《孟子正义》，而

其所述之旨，实不能尽合于《孟子》本文，而间相

出入。其要者，孟子主人性本善，“我固有之也”；

焦循则以变观之，以为人性能善，从而将善的“本

性的固有”转变为“潜能的固有”。《孟子正义·告

子章句上》疏云：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即

在是。人之性如是，物之性亦如是。惟物但知

饮食男女，而不能得其宜，此禽兽之性所以不

善也。人知饮食男女，圣人教之，则知有耕凿

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也。［67］

可见焦循实分人性为食色之性与知宜之性两

段，而不同于孟子性无不善之说。尤可注意者，焦

氏实际是在肯定食色之性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知宜

之性的，故谓：“性善之说，儒者每以精深言之，

非也。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

之。”［68］这种以人欲人情及心知作为人性本质之基

础的观念，其近因固在于受戴震自然人性论思想的

沾溉，而其远源则可溯及荀子。故于告子“生之谓

性”一说，焦循乃引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以为解［69］。是则焦循之性善观，乃包具“由不善

而善”之义，实已兼祧孟、荀矣。益而言之，焦氏

既以性善为由不善转而为善，其能转移变化的主宰

则在于人所具有的“神明”，此“神明”二字《孟

子》不载，而见于《荀子》者凡七处，如《劝学

篇》：“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解蔽

篇》：“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70］可见

焦循的“神明”观念，在具体的表述上与荀子亦存

在一定的关联性［71］。又焦循以为神明之进，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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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由教而致，“非教无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

子所谓伪也，为也”［72］。按《荀子》“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之“伪”字，清人多为辨说，以伪为

“作为”之意，而非“诈伪虚假”之伪。如钱大昕

《跋荀子》谓古书伪与为相通，“荀子所谓伪字只作

为善之为，非诚伪之伪”［73］。卢文弨《书荀子后》

亦云：“世之讥荀子者，徒以其言性恶耳，然其本

意，则欲人之矫不善而之乎善，其教在礼，其功在

学。”［74］焦循所谓性善乃“由不善而善”，其要则

在于教，并引荀子为说，实已近于荀子“化性起

伪”一端，而与钱、卢等人相呼应。由是可知，焦

循虽本诸孟子论性，而在性善、神明、教化等核心

观念上常常溢出孟子论说之范围，而已落入荀子思

想之畛域。故今学者多以为焦循名为宗孟而实近

荀，或依违于二者之间［75］。

以肯定欲、情的自然人性论为根基，焦循重构

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话语，不言理而言情，以礼

让代理争，复归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轨范，

从而将“温柔敦厚”之诗教，推向礼的一边。而崇

礼言《诗》、纳《诗》于礼，其源头恰在荀子；“止

乎礼义”的诗教原则，是经荀子的创辟而成为汉

代《诗》学的通行观念的［76］。盖在《诗》学史上，

自孔子、子夏后，深于《诗》者，当属孟子、荀

子两大师。孟子一方面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

志”的说《诗》方法，带动了《诗经》诠释的本位

化转向，另一方面又通过以仁义说诗的实践凸显了

《诗》的道德化特征；荀子则一方面以其崇经典、

立权威的自觉意识推动了《诗》的经典化，另一方

面又“隆礼义而杀《诗》《书》”，以《诗》附礼，

使之走向礼义化。孟、荀《诗》学理论与实践的不

同取向及其影响，实际上形成和代表了古代《诗》

学的两大传统：一是本体还原的路线，又包括对注

重知识还原的历史本体和强调价值建构的道德本体

的不同诉求指向；一是通经致用的路线，表现为对

《诗》作为王官之学的权威化效应和作为礼乐刑政

之具的政教功能的关注。汉代，“孟、荀齐号”，汉

儒于荀子的礼治、教化思想与孟子的仁义、仁政学

说，均有所绍继。而据徐复观先生的考察，汉初思

想界荀子的影响实大于孟子［77］，至盐铁会议后，

孟子的影响始渐隆升。就《诗》学而言，齐、鲁、

韩三家《诗》似较接近于荀子“通经致用”的礼义

化诗学一脉，《毛诗》则与孟子“知人论世”的历

史化叙述相符契［78］。唐代韩愈始倡尊孟抑荀，特

别是宋代以后，孟子终于完成升格运动，得享亚

圣之位列，荀子则被排除在道统之外。《诗》道由

是入于孟学一脉，《诗》的道德本体建构与“思无

邪”的义理化诉求，亦成为此期诗教思想的核心主

题；至于荀学一系，则遭摆落，走向边缘化。清

代中期，荀学复活并走向兴盛［79］。清人对于荀子

的肯定是多方面的，撮其要则有二：一在于传经

之功。如汪中谓：“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

功于诸经。”［80］以为《毛诗》《鲁诗》皆荀子之传，

《韩诗》亦为其别子。嘉道间严可均、姚谌亦表彰

荀子传经之功，来为其当从祀张目，马积高先生认

为此皆“本于汪氏”［81］。晚清学者如王先谦纳荀

子入《鲁诗》系统，俞樾祧《毛诗》于荀说，刘师

培以《诗》之四家同源，共祖荀卿，正承乾嘉余绪

而来。二在于隆礼之效。凌廷堪推崇礼学，主张复

礼以代天理，而表彰荀子礼学，谓孟子“盖仅得礼

之大端”，而荀子“所推者皆礼之精意”，又谓“荀

子言仁，必推本于礼”［82］。张惠言亦指出：“孔子

言仁而孟子益之以义，荀子则约仁义而归之礼”，

并以为“礼者，仁之检绳也”，“荀子之教，检身也

详”［83］。焦循亦深称荀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

礼义以分之”之说，许以“可谓要矣”［84］。清人

对于荀子在《诗》方面的传经之功与在《礼》方面

的阐述之效的推重，使《诗》之荀学一脉在清代的

绍续和复兴成为可能。

焦循深惋诗教之沦于理义，主通情而止礼，故

陈以主文谲谏之义，强调诗人美刺之意的优游婉

顺、曲致表达：“后世之刺人，一本于私，虽君父，

不难于指斥，以自鸣其直。学《诗三百》，于《序》

既知其为刺某某之诗矣，而讽味其诗文，则婉曲而

不直言，寄托而多隐语，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

祸。即如《节南山》《雨无正》《小弁》等作，亦

恻怛缠绵，不伤于直，所以为千古事父事君之法

也。”［85］是则诗、礼相通，其旨皆在感动迁化，主

让止争；其幕后的思想战场，却是黜义理、隆礼义

的激烈交锋，以整振诗教于坠绪茫茫之中。其实，

追溯“温柔敦厚”命题之原始义蕴，本涵摄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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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温柔敦厚”

礼教于一体，故朱自清先生尝谓《诗》教不能离开

乐教和礼教，“温柔敦厚”是个多义词，既是礼教

也是诗教［86］。这正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原则

所以成立的文化前提，也是荀子隆礼义而杀《诗》

《书》、纳诗教以入于礼乐教化之轨的历史依据。

焦循摒弃“思无邪”的义理化诉求，而折入“发情

止礼”的礼教化脉路，实际上是在回归孟荀齐号的

时代思潮中对《诗》之荀学传统的重振和复兴。

当然，焦循虽拒斥道德本体化的《诗》学追

求，然于《诗》的知识还原与历史研究仍特为重

视，故其极称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又引顾镇

《虞东学诗》的相关论述，援“知人论世”之法以

济“以意逆志”，以为“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

说可用之”［87］。而其三释《毛诗》，仍是以知识的

考证与还原为主。可见，焦循对于《诗》之孟学统

系的历史本体还原一途，仍保持极大兴趣，并付以

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究；而于《诗》的社会功用方

面，则向礼的领域推进，而入于《诗》之荀学统系

一端，注重其政教功能的实现。统而言之，从“由

不善而善”的人性论到“发情止礼”的诗教观，焦

循一方面高举孟学大旗而为之张目，一方面又阴行

荀道而藉以举纲，这正体现了其在新的历史条件和

话语背景下，力图通过《诗》学孟、荀双脉的学术

合流以匡扶诗教、重振诗道的精神旨趣。这种合流

固然托诸复古的形式，而在内里的精神上却是如梁

启超所说的“以复古为解放”，盖崇孟为宋代以来

学术与思想上的常态，隆荀却是一种新的变量，彼

此之间消长隆衰的相对关系，折射出学运悄然转移

的历史动向。

明乎此，则可以回到篇首所提出的问题并予以

回应。“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导源于儒家以学

术经世的精神特质，以及依经立义的话语生成方

式，具有厚重灵动、随变所适的多重丰赡意蕴和理

论生长能力。沈德潜所揭示的诗教观念，只是“温

柔敦厚”诗教理论多重意蕴中的一个方面，倘从思

想的渊源上来说，仍可归入宋学特别是朱熹理学

“以性统情”一脉［88］。焦循的“温柔敦厚”诗教观

则建立在他自拈出的“性灵”经学基础上，以“情

之旁通”作为诗教的人性论基础，并从宋代以来偏

重“思无邪”的义理教化观念，转而回向“止乎礼

义”的礼义教化观念，重构了一种有别于沈氏的、

汉学范式的诗教理论，从而与前者形成了两相对垒

之势。这一点，似乎尚未为学界所注意。盖因两人

生不同时，相隔异代，一则主盟于乾隆前期之坛

坫，一则驰誉于嘉庆以来之学林。然以历史的眼光

来看，代表着儒林诗学传统的诗教理论毕竟已然生

成，并与来自文苑传统的诗教观念形成思想上的争

立状态。质而言之，儒林与文苑的争立只是表象，

思想的深处则是汉学与宋学范式之争；而汉学与宋

学范式之争仍未能尽其底蕴，究其本根，则源于儒

家《诗》学内部孟学传统与荀学传统的相互对立与

争持。沈德潜诗教思想的形成，可看作是《诗》之

孟学体系内的道德本体化倾向在文学创作领域所产

生的效应与回响；焦循诗教理论的建立，则可谓

《诗》之荀学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背景下的

重振与复兴。将沈、焦诗教观的争立还原到《诗》

学内部孟学与荀学两大脉络体系之争，清代中期诗

教理论的多层面呈现与演进的内部线索，便得以清

晰地揭示。由此亦可见证，古典诗学理论具有强盛

而活泼的生命力，始终处于生发转换的动态过程

中，会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因学者诗人的重新诠

释焕发新的生机。就这一点来说，“温柔敦厚”本

身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的理论命题，它从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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